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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從 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已有一百餘年了。一百年

來，中國共產黨由小到大，由弱變強，領導中國人民先後取得新民主主義革

命、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實現了中華民族由不斷

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中國共產黨取得這些輝

煌成就，並非一帆風順，而是來之不易，正如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指出的，

“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用鮮血、汗水和淚水寫就的，充滿著苦難和輝煌、

曲折和勝利、付出和收穫，這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不能忘卻、不容否定的壯麗

篇章”。[1] 習近平在回顧黨的奮鬥歷程時多次強調 ,“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

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黨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2] ；

黨由於始終堅持“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才能在極

端困境中發展壯大，才能在瀕臨絕境中突出重圍，才能在困頓逆境中毅然奮

起”。[3] 這裏的“奮起”二字，反映了共產黨“為人民守初心”，百折不撓、迎

難而上的精神，濃縮了中共革命遇到困難、戰勝困難的過程，而更顯中共革命

的偉大。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遇到的第一次生死攸關的挫折，莫過於 1927 年大

革命失敗，蔣介石、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從 1927

年 3月到 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 31萬多人，其中共

產黨員 2.6萬多人。[4] 在中國革命已經進入低潮、革命前途岌岌可危的時刻，

中國共產黨勇敢地獨立高舉起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旗幟，重新集合起來戰鬥。從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至 1937年七七事變，中國共產黨先後實現了兩次歷史性

1 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第 119頁。

2 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第 123頁。

3 習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總結大會上的講話》（2020年 1月 8日），《人民日報》

2020年 1月 9日，第 2版。

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第 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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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第一次是由北伐戰爭的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第二次是由第五次

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其間，中國共產黨屢遭挫折，但屢次奮

起，逐漸找到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理論和道路，開創出中國革命嶄新的局面。

有鑒於此，有學者稱這十年為中共歷史的“關鍵時期”，並不為過。

史學界以 1927年至 1937年為一研究時段，在民國後期即已開始，當時稱

為南京國民政府的“十年時期”，新中國成立後隨著“革命史觀”的確立，遂

改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其意是指中國共

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內戰時期。這一概

念的提出，極大地推動了史學界對這十年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研究，但也容易產

生一些認識誤區，即忽略中共除了土地革命、反國民黨統治鬥爭之外的其他活

動。有學者總結改革開放後十五年間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史的研究成果，認

為取得了八個方面的重要進展：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農村包圍城市

道路、武裝起義和革命根據地、紅軍長征、遵義會議、西安事變、白區鬥爭、

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係。[5] 這八個方面多與中共的土地革命、反國民黨統

治的鬥爭相關，側重於反封建革命，而對中共反帝革命的關注相對較少。

事實上，中共走上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之後，雖主要精力在於土地革

命為主體的反封建革命，但始終未忘記她實現民族獨立的使命。1928年 7月，

中共六大明確提出“推翻帝國主義及土地革命是革命當前的兩大任務”，並將

“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列為“十大政綱”之首。[6] 而在這十年間，中國社會的

主要矛盾逐漸由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共產黨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

民黨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中日民族矛盾。日本因推行大陸政策，欲蠶食中國為

其獨佔的殖民地，先後製造或發動了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華北事變等，使

中國逐步陷入嚴重的民族危機，也激起了中國人民一輪又一輪聲勢浩大的反日

運動。就在濟南慘案發生後不久，中共就發表《反對日兵佔據山東告全國民

眾》一文，呼籲全國工農及一切被壓迫的群眾“不畏一切的奮起作此艱苦卓絕

的鬥爭，一面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面剷除民眾運動的障礙物——國民

5 劉晶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史研究述評》，《黨的文獻》2003年第 4、5期。

6 《政治議決案》（1928年 7月 9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9，第 3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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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及其政府”。[7] 此後，中共中央又多次指示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切實領導當地的

反日運動，堅決貫徹黨的反帝反封建綱領。

當時，中共要實現領導反日運動的目標看似簡單，實屬不易，面臨著諸多

錯綜複雜的難題。由於反日運動多發生在人口比較集中、國民黨的統治相對嚴

密、列強也有著較多利益的大中城市，而且國民黨尚以“革命黨”自居，容許

反日運動一定程度的發展，並力圖控制其領導權，既迷惑一部分群眾認同其統

治的合法性，又防範中共插足反日運動，這都加大了中共反日工作的難度。中

共往往需要妥善處理與國內各階層人群的關係、反日與反國民黨的關係、反日

與反一切帝國主義的關係，其背後牽涉黨的革命方針、統一戰線及反帝政策

的變化。因此，這十年間中共的反日運動也“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

起”，其影響從小到大，最後推動了全民族抗戰的形成。考察中共反日運動遇

到難題、解決難題的過程，對深入認識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豐富面相，

揭示中共在政治上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規律，理解她為何能實現從第五次反“圍

剿”之失敗到抗日戰爭之興起的歷史性轉變等，具有重要的意義，是一個值得

研究的課題。

既有成果鳥瞰與省思

1. “反日運動”的界定

目前，學術界對“反日運動”的概念有狹義的和廣義的兩種不同看法。例

如，周石峰針對美國學者周策縱從廣義上將五四運動視為“包括新思潮、文學

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運動，以及新知識分子所提

倡的各種政治和社會改革”的“一個複雜現象”，指出“五四”反日運動“則

取狹義，主要包括學生的愛國運動、工商界的罷工罷市以及抵制日貨等諸內

容”。[8] 刁成林則認為，“反日”區別於以武力鬥爭為主的“抗日”，反日運動

以抵制日貨為主要表現方式，同時也包括反日示威遊行、罷工、罷課、對日經

7 《中國共產黨反對日兵佔據山東告全國民眾》（1928年 5月 9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4冊，第 192頁。

8 周石峰：《洞見與偏見：美國輿論關於“五四”反日運動的認知》，《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 4期，第 1頁；（美）周策縱：《五四運動史》，岳麓書社，1999，第 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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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寫作思路與架構

1927年至 1937年中國共產黨的反日運動豐富多彩，從地理範圍而言，涉

及革命根據地（蘇區）、國民黨統治區和東北淪陷區三個方面。本書之所以選

擇國民黨統治區中共的反日運動為研究對象，有兩點考慮：一是反日運動多發

生在國民黨統治之下的、人口較為集中的大中城市，該區域階級關係複雜而

使運動形式多樣化；革命根據地多為農村，雖也有反日運動，但形式相對單

一，多表現為蘇維埃政府領導下的反日反帝宣傳活動。二是東北三省在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後被日軍佔領，成為偽滿統治的淪陷區，學界對 1932年至 1937

年東北淪陷區的反日運動包括義勇軍的抗日活動已有比較充分的研究。鑒於

此，本書主要關注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反日運動，但並不完全割裂其與蘇

區、東北淪陷區的聯繫，當其影響波及蘇區或者中共對東北淪陷區反日運動

的指示關係到白區時，也是本書的考察內容。本書的主要內容大致分為如下

七個方面。

第一章“中國共產黨與濟南慘案後的反日運動”。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

中共獨立走上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日、英、美等國對廣州起義的干涉，

讓中共重新確立了徹底清除列強在華勢力的反帝政策。1928 年濟南慘案發生

後，中共的反日運動對外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對內則與反軍閥反國民黨

的鬥爭聯繫起來，融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目標為一爐。在歷時一年多的反日運動

期間，李維漢、任弼時等人負責的留守中央、六大後的中共中央以及各地方黨

組織、基層黨員，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也存在過分強調反日運

動的階級鬥爭意義、排斥中間勢力等不足之處，離領導反日運動的既定目標尚

有一定距離。

第二章“紅軍攻打長沙前後的反帝浪潮”。從 1929年夏至 1931年九一八

事變前，中共的反日運動多寓於反帝運動之中，主要表現為反帝大同盟的成

立，紅軍在長沙及長江中游與日、英、美等國駐華海軍的交鋒，長沙勞苦群眾

火燒日本領事館、沒收洋商洋行財產等事件。紅軍與列強發生局部衝突的根源

並非中共盲目“排外”，而在於列強嫉視共產主義並推行維護其在華特權的炮

艦政策。正是中國人民要求維護國家主權、反對列強干涉內政的呼聲，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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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英、美等國放棄“長江共同警備”的計劃。

第三章“‘九一八’至‘一·二八’時期中共領導的反日運動”。九一八

事變爆發後，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國內階級關係隨之發生變化，客觀上為中共

利用公開形式的反日運動、發展自身力量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中共臨時中

央因為深受“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仍然排斥中間勢力，並要求在反日運動

中經常喊出“打倒國民黨”“擁護蘇維埃革命”“保衛蘇聯”等口號，而使黨

的反日運動屢次受挫。不過，也要看到，臨時中央批評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

政策，闡明中共堅決抗日的主張，並糾正了某些地方黨組織關於“利用公開

路線去爭取群眾是作國民黨的俘虜”的錯誤觀點，鼓勵他們參加各種反日團

體，這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一些地方黨組織和基層黨團員從實際出發，或

反對在反日運動中盲目提出“擁護蘇維埃”的口號，或靈活地調整與第三黨、

青年黨、國民黨改組派學生的關係，或倡導“工農商學兵代表會議”，將商人

納入統一戰線的範圍等。他們積極參加抵制日貨、學生南下示威、滬西反日

大罷工以及支援十九路軍抗戰等，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民黨統治區反日運動

的發展。

第四章“‘反日統一戰線’的初倡與反日運動的曲折發展”。1933年初，

中共通過“一·二六指示信”和《一·一七宣言》開始提出“反日統一戰線”

的策略，主張“在某種程度和範圍內，或能實行上層的統一戰線”，並“願在

三個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共同抗日”。從而擊破了蔣介石所謂中共“搗亂抗

日的後方”的謠言，並推動了黨團員與馮玉祥組建察哈爾抗日同盟軍，與宋慶

齡合作建立國民禦侮自救會、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以及召開遠東反戰大會

等，有力地促進了國民黨統治區的反日運動。但是，由於共產國際仍堅持“保

衛蘇聯”、反對中間勢力的要求，“左”傾中央仍實行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

因此中共對“反日統一戰線”的初步探索又是相當有限的，不能深入推動與各

方抗日愛國力量的合作，給黨的革命事業帶來一定的損失。

第五章“華北事變後中共領導的學生反日運動”。一二九運動的發生，雖

源自學生們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情緒，有一定的自發性，但不能

過分誇大，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一些國民黨員雖參加了 12 月 9 日

和 16 日遊行，但多是個人行為，其作用也不如北平學聯的中共黨團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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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運動最初“在國民黨領導之下”的說法不足為信。儘管國民黨政府力圖

控制與破壞學生運動，中共的學運工作因受“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殘餘

的影響，一時遇到挫折，但很快糾正過來，走出困境，基本上保持了一二九運

動的領導權，並促使北平學生運動由分裂走向統一。

第六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與朝野之辯”。1935 年 12 月，中

共中央瓦窯堡會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中國共產黨人力圖

將共產國際七大精神與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賦予“人民陣線”民族化的內

容，由“抗日人民陣線”改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地下黨積極參與組

織各救國會團體，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融入救國會的抗日主張之中，如

全救會的“聯合戰線”，如犧盟會的“抗敵救亡統一戰線”，進而推動了各地

的抗日救亡運動。國民黨政府則炮製所謂“統一救國運動”，鼓吹“統一”為

救國的前提，朝野上下圍繞“聯合抗日”還是“統一救國”展開激烈的爭論。

結果國民黨的“統一救國”論不但未能獲得輿論界的贊同，反引來一片責難之

聲，中共進一步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與此同時，中共通過無

條件釋放傳教士薄復禮、與教堂和平相處以及歡迎外國記者來陝北蘇區採訪報

道等措施，改善共產黨與在華外僑之間的關係，進而形成有利於中國抗日的對

外輿論，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

第七章“中共白區工運方略的轉變與工人反日運動的高漲”。1935 年華北

事變後，隨著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以及劉少奇《關於白區

職工運動的提綱》確立了“肅清實際工作中的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團結各

派的工人及其領袖，以非法鬥爭與合法鬥爭相結合的工運新方略，黨在國民黨

統治區的工人運動由低潮走向復興。中共地下黨在上海、石家莊、重慶、成

都、廣州、漳州、廈門等地組織工人救亡團體，或者領導日商紗廠大罷工，或

者援助綏遠抗戰，或者反對日本在成都設立領事館，或者教唱抗日歌曲與公演

救亡戲劇等，推動了當地工人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其中，尤以 1936 年冬季

上海日商紗廠大罷工最具代表性。上海地下黨不僅通過救國會參與領導罷工，

而且改變過去工人運動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嚴重傾向，適可而止地取得大罷

工的局部勝利。雖然上海黨組織還缺乏統一的領導機構，文委、工聯、共青團

各系統在罷工中難免出現行動不協調、甚至互相猜疑的現象，但團結與合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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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使此次罷工成為中共在滬工人運動由敗到勝的轉折點。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筆者將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綜合運用歷

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儘量從客觀事實出發，不盲從已有

的各種權威闡釋，力圖全面而客觀地總結中共在反日運動中的經驗與教訓；同

時，在寫作方法上，不局限於過去黨史研究的敘事框架，而是儘量將其與民國

史會通，[100] 將中共的有關活動與國民黨、社會各界的動態聯繫起來，以便從

較大的視野，接近本就豐富的歷史原貌。如此，若能讓讀者比較清晰地了解這

十年間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反日運動的艱辛歷程，理解中共為何能在挫折中奮

起，實現從第五次反“圍剿”之失敗到抗日戰爭之興起的歷史性轉變，進而揭

示中共在政治上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規律，甚或對當今黨的建設有所借鑒，筆者

將欣慰之至。

100 關於革命史研究“會通民國史”的說法，參見黃道炫：《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革命史研究及其趨向》，《史

學月刊》2012年第 3期；何友良：《關於會通民國史深化蘇區史研究的思考》，《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

第 5期。


